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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填埋作为我国主要的垃圾处理方式之一，是碳排放的重要来源；编制我国垃圾填埋碳排放核算标准，将支持碳排放统

计核算体系建设，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进程。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垃圾填埋碳排放核算的相关标准和指南研制进展，分析

了我国垃圾填埋碳排放核算标准编制面临的挑战，在深入讨论相关标准的基准方法、编制重点任务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关发展

建议。研究认为，国际上已有的标准和指南以及提供的缺省值不完全适用于我国垃圾填埋碳排放核算的实际情况，目前我国

缺少规范统一的垃圾填埋碳排放核算方法，也缺乏可靠的核算清单数据。为此，针对我国填埋垃圾特征和技术现状，提出了

我国垃圾填埋碳排放核算方法、核算范围和清单的建议内容；明晰了我国垃圾填埋碳排放核算标准编制的重点任务，提供了

适合我国垃圾填埋场景的清单数据获取方式。后续，可充分考虑地区因素，采用我国特征性数据，以获得更贴合实际情况的

垃圾填埋碳排放核算结果，据此开展我国垃圾填埋碳排放核算标准的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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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ions on Landfill Carbon Emission 
Accounting Standard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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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dfill, one of the major approaches for waste treatment in China, is a significant source of carbon emissions; 
compiling landfill carbon emission accounting standards in China will support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atistical accounting system 
for carbon emissions and promote the achievement of the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This study review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landfill carbon emission accounting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in China and abroad,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standards in China, and proposes relevant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based on an in-depth 
discussion of the baseline methodology for the standards and the priority tasks for compilation.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currently available for reference are not fully applicable to China’s landfill carbon emission accounting, and there is a 
lack of standardized and unified landfill carbon emission accounting methodology as well as reliable accounting inventory data in 
China. Therefore, based on the waste characteristics and technical status of landfills in China, recommendations for carbon 
emission accounting methodology, scope, and inventory are proposed, priorities for the standards compilation are clarified, and 
approaches for obtaining inventory data applicable to China’s landfill scenarios are provided. Subsequently, regional factors can be 
fully considered and characteristic data of China can be adopted in order to obtain landfill carbon emission accounting results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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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more in line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and the compilation of landfill carbon emission accounting standards in China can be 
carried out accordingly.
Keywords: landfill; carbon emission; standards; accounting methodology; inventory data

一、前言

为了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我国提出了

碳达峰、碳中和（“双碳”）战略目标。相关政策

文件也明确，将“双碳”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推动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和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

峰。垃圾处理是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也是实

现“双碳”战略目标的重点行业之一[1]。在过去的

40年中，垃圾填埋一直是我国生活垃圾的主要处理

方式，虽然城市垃圾填埋占比从 2006年的 81%下

降到2022年的12%，县城垃圾填埋占比相应从87%

下降到42%，但相应的碳排放仍会长期存在[2,3]。因

此，减少垃圾填埋的碳排放量尤为关键，是“双碳”

的重要任务之一。为了明确我国垃圾填埋的关键

排放环节并针对性实施减排措施，需要核算垃圾填

埋的碳排放量。

碳排放核算可以衡量人为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

排放情况，是排放主体开展减排工作的必要前提，

国家制定政策、实施考核的重要依据，也是世界各

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基础。1990年，联合国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首次发布相关

评估报告，提及了垃圾填埋的碳排放核算。美国国

家环境保护局发布的“温室气体报告计划”要求垃

圾填埋场上报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在我国，各年

度的“中国温室气体公报”也提及了垃圾填埋；但

在垃圾填埋碳排放核算的实际工作中，核算方法、

核算范围、监测数据、计算参数等存在差异，导致

核算结果偏差大、准确性与可靠性不足。需要尽快

编制标准来提高垃圾填埋碳排放的核算水平，确保

相应核算结果的准确性和可比较性，进而保障垃圾

填埋方向的碳达峰工作。

基于我国缺乏垃圾填埋碳排放核算标准的背

景，本文梳理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指南的研制现状，

剖析我国垃圾填埋碳排放核算标准编制过程中面临

的挑战，提出核算方法及范围的具体建议、标准

编制的重点任务，以期为建立和健全我国垃圾填埋

碳排放核算标准、深化未来相关标准研究等提供

参考。

二、我国垃圾填埋碳排放核算标准的进展与

挑战

（一）国内外垃圾填埋碳排放核算的相关标准和

指南

目前，国际上虽有 ISO 14064系列标准适用于

项目或组织层面的温室气体核算，但垃圾填埋碳排

放核算相关的标准仍处于清单编制阶段。IPCC国

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简称 IPCC指南）为世界各

国编制相应国家清单提供了技术规范以及垃圾填埋

碳排放的计算方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要求，所有缔约方按照 IPCC指南编制各国（包括

中国在内）的温室气体清单。

我国的清单编制活动主要分为国家和省级温室

气体清单编制。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主要参考

IPCC指南，我国已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

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2004 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气候变化第二次国家信息通报》（2012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三次国家信息通报》

（2018年）。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是在 IPCC指南

的基础上，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

司编写的《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2011年）

为指导。

《“十四五”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

发展规划》（2021 年）提出了 10 项主要任务，涵

盖规范垃圾填埋处理设施建设、完善全过程监

测监管能力建设，也将垃圾填埋碳排放核算纳入

该建设体系。《关于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

统计核算体系实施方案》（2022 年）提出，组织

制定和修订电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

工、建筑等重点行业碳排放核算方法及相关国家

标准，推动全国碳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已有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GB/T 32151）

系列标准、《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

通则》（GB/T 32150—2015）共 13 个现行推荐性

国家标准，24 个行业 /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

法与报告指南，尚未发布垃圾填埋碳排放核算的

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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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垃圾填埋碳排放核算标准编制面临的

挑战

1. 核算方法及范围有待确定

近年来，我国“双碳”相关的重大规划提出，

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碳监测评

估试点工作方案》（2021年）将废弃物处理列为重

点行业。《甲烷排放控制行动方案》（2023年）提出

的重点任务之一即建立CH4排放核算、报告和核查

制度，推动垃圾填埋场等大型排放源定期报告CH4

排放数据。

我国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和报告的范围与

IPCC指南划分基本相同，其中垃圾填埋CH4产生量

的计算采用一阶降解动力学方程。然而，该方案仅

提供了权威数据的收集原则，没有具体的计算参数

和方法。《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中的填埋

CH4排放采用质量平衡法进行计算，虽有较为详细

的计算过程，但局限于垃圾填埋的直接排放，没有

涉及填埋场建设、运营等间接排放以及能源回收利

用的碳减排。对于单个填埋场的碳排放，目前缺少

明确的核算方法及范围。

2. 获取清单数据有待明确

垃圾填埋碳排放核算需要获取垃圾填埋场当

前和历史的特定数据，也需选择合适的计算参数

（取决于垃圾性质和填埋场条件[4,5]）。《中华人民共

和国气候变化第三次国家信息通报》指出，填埋排

放因子应采用本国数值，结合历史资料与填埋场实

际调研来确定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相关参数；但没

有提供具体的计算参数。《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

指南》提供了填埋相关参数的推荐值，但大多源自

于 IPCC指南中的缺省值。

IPCC 指南提供的参数多为发达国家的现场

实测数据。鉴于填埋过程的环境影响受生活垃圾

性质、填埋技术、管理水平等因素的影响，直接

将发达国家的研究结果应用于我国生活垃圾填埋，

可能存在不适应甚至造成颠覆性错误。这是因为，

不同国家的气候条件差异显著，环境温度、降水量

也会直接影响垃圾堆填区的含水量和温度。垃圾的

物理组成决定其降解速率和填埋气体产量，对填埋

场的温室气体排放有着重要影响[6]；生活垃圾性质

受居民消费习惯、经济发展状况、能源使用结构、

管理政策导向等因素的影响，在地区和时间上差异

性很大。

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异的是，我国混合垃圾

的含水率通常较高[7]，以厨余类为主的易降解组分

占比超过 50%[8]。垃圾性质会影响温度、pH、微生

物等填埋条件。垃圾降解的最佳 pH范围是 5.6~8，

最佳温度范围为22~45 ℃；堆体温度、pH、含水率

通过影响堆填区的微生物活性和有机物降解率来

引起填埋气体产量的差异[8]。当填埋技术处于不同

发展阶段时，填埋垃圾的单位碳排放量可从 427~

703 kg CO2-eq（露天堆置）变化至578~954 kg CO2-eq

（没有填埋气收集的卫生填埋场）、407~659 kg CO2-eq

（具有火炬系统的卫生填埋场）、220~321 kg CO2-eq

（填埋气回收利用的卫生填埋场）[9]。

三、我国垃圾填埋碳排放核算标准的方法

选择与范围率定

（一）垃圾填埋碳排放核算标准的方法选择

编制我国垃圾填埋碳排放核算标准，首要工作

是围绕核算目标选择合适的核算方法，以标准化核

算流程、获取可靠且有可比较性的核算结果。目

前，用于垃圾填埋碳排放核算的主流方法有 IPCC

指南方法、清洁发展机制（CDM）方法、生命周

期评价（LCA）方法。

IPCC指南是编制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的基础[10,11]，

在估算垃圾填埋场的CH4排放量方面提供了质量平

衡方法、一阶衰减（FOD）模型方法：前者假设所

有CH4都在垃圾填埋当年释放，根据恒定的经验参

数估计一个国家的CH4总排放量，适用于比较不同

垃圾处理方式的CH4排放潜力；后者假设垃圾中的

可降解有机物在数十年内缓慢降解，动态估算填埋

过程中的CH4年排放量，可用于比较垃圾填埋过程

中不同年份的CH4排放情况。

CDM方法是对 IPCC指南方法的继承与发展，

引入了基准线情形的碳排放计算；也选用过 FOD

模型来估算CH4排放量，能够针对减排量进行年度

或月度核算，仅适用于计算基准线排放[12]。

LCA 方法用于核算全过程直接相关的能量和

物质（如原材料、污染物）的输入 / 输出，根据排

放量计算造成的环境负荷[13]；不仅可以进行碳排放

计算，还能够定量评价多个环境影响类别。一般

认为，LCA方法是检验垃圾管理系统环境绩效的最

全面、最可靠手段[14]，但计算过程较为复杂，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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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统边界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为此，在垃圾填埋

碳排放计算过程中，通常采用质量平衡方法计算

CH4排放量[6]。在核算范围相同的情况下，FOD模

型方法、LCA方法在评估100年周期的垃圾填埋碳

排放时可得到相似的结果，但在具体评估每年碳排

放情况时存在不可忽视的差异[15]。

整体上，学术界普遍接受 IPCC指南方法，也

优选 IPCC指南方法作为应用基础[4]，这是因为该方

法表述简单、易于应用、便于修正改进。然而，IPCC

指南提供的是自上而下的大尺度核算方法，适用于

估算宏观层面上的垃圾填埋场排放量；虽然在单一

垃圾填埋场上开始有研究应用，但因方法的局限性

导致计算结果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的偏差[16]。此外，

国内外的填埋条件存在显著区别，带来了温室气体

排放源上的差异。为了提高我国垃圾填埋碳排放核

算的数据准确性与可靠性，垃圾填埋碳排放核算标

准应在 IPCC指南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考虑我

国填埋与其他国家的差异并结合生命周期观点来明

确核算范围，以利于填埋主体按照标准要求进行可

靠核算，确保不同填埋主体核算结果具有可比较性。

（二）垃圾填埋碳排放核算标准的范围率定

鉴于 IPCC指南侧重于大尺度碳排放核算，加

之国内外填埋场条件存在明显差异，我国垃圾填埋

碳排放核算内容需要根据垃圾填埋实际情况，采用

中国特色的垃圾性质和填埋技术特征数据，也可应

用垃圾填埋碳排放的建议核算范围（见图1）。相应

核算范围的率定主要包括填埋场建设和运营、渗滤

液处理、能源回收利用部分。填埋场开挖、修复治

理过程不属于垃圾填埋碳排放核算范围。

1. 纳入填埋场建设和运营过程的碳排放

填埋场在建设运营时会使用多种机械并消耗

燃料能源。所用的材料和能源在制造及使用过程中

会造成温室气体排放，相应的碳排放不应被忽略[17]，

需纳入相应核算范围。

2. 纳入渗滤液处理的碳排放

渗滤液处理过程中的温室气体直接排放、相关材

料和能源的使用均会产生碳排放。受我国严格标准的

约束，渗滤液处理厂普遍在传统生物处理工艺的基

础上，选用膜处理工艺进行深度处理。渗滤液处理厂

在处理负荷为 470 m3/d时，温室气体年均产生量为

4×103~1.1×104 t CO2-eq，其中 N2O 的贡献度>95%[18]。

国内 7个具有代表性的渗滤液处理厂运营表明[19]，

处理1 t渗滤液可产生32~135 kg CO2-eq。

发达国家的渗滤液产率低，往往仅计算降水来

源的渗滤液而忽视渗滤液处理导致的碳排放。我国

的垃圾含水率高，垃圾填埋场由垃圾自产水形成的

渗滤液占到相应总量的 52%~82% [20]。应用填埋场

渗滤液的定量方法，分别计算了降雨入渗产生的

渗滤液量、垃圾自含水在填埋过程中形成的渗滤

液量，进而对我国 31个城市的填埋场渗滤液进行

了定量计算[20]；按 100年周期计量，以每吨垃圾为

基准，各地区的渗滤液量为：西北地区280~600 L，

北方地区670~1200 L，南方地区1300~3300 L。

图1　垃圾填埋碳排放核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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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国生活垃圾中有机组分的含量通常

较高，填埋场中渗滤液积累会导致产酸量增加，垃

圾中的有机碳可能转移到渗滤液中而不是作为填埋

气释放，进一步提高了渗滤液的处理成本并限制了

能源回收潜力[20~23]。

3. 纳入填埋气用于能量回收的碳减排

对于填埋气回收，IPCC指南提供的CH4收集效

率缺省值为0，也未将能量回收纳入填埋计算范围。

我国《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气体收集处理及利用工

程技术规范》（CJJ 133—2009）要求，气体收集效

率不宜<60%，气体利用率不宜<70%。《生活垃圾

填埋场填埋气体收集处理及利用工程技术标准》

（征求意见稿）（2019年）提出，设计气体收集率不

宜<70%。随着相关技术的发展，填埋场的标准要

求会更为严格，因而CH4收集效率、能量回收效率

等参数均需要根据填埋场的实际监测情况进行设定

并纳入核算范围。

四、我国垃圾填埋碳排放核算标准编制的

重点任务

针对我国垃圾填埋碳排放核算标准的编制过程

（从方法选择一直到结果报告）提出全面要求，才

能确保相应核算结果的可靠性和可比较性。输入

数据对于碳排放核算至关重要，将直接影响核算

结果。为此，我国垃圾填埋碳排放核算标准的重点

任务即为明确核算所需的数据清单、做好数据质量

控制工作。

（一）数据清单

一般，根据核算方法和选定范围编制数据清

单。我国垃圾填埋碳排放标准需针对我国垃圾填埋

现状，明确核算所需的清单数据，采用具有地方特

色的我国自有参数以提高数据质量，获得契合实际

情况的碳核算结果。本研究提出了可供参考的数据

清单（见表1），其中的数据可在核算范围内与单元

过程相关的实际场景中收集，也可通过其他渠道获

取或者计算（估计）而得出。除了记录数据的数值

和单位，还应注明数据的获取方法、获取时间等影

响数据质量指标的详细信息。在数据收集的过程

中，需检查数据的有效性，可采用物质和能量平衡

等方法来确保数据质量。

（二）关键计算参数

填埋运行参数如购入材料和能源的量、能量回

收效率等，均可通过填埋主体的台账数据来测算。

填埋气产生量难以监测，可采用 FOD模型进行计

算[10,11]，相应计算公式如下：

DDOCm =W ´DOC ´DOCf ´MCF （1）

DDOCDe (T)=DDOCDe (T - 1)´(1 - e-k ) （2）

CH4 (T)= 4/3 ´DDOCDe (T)´F （3）

式（1）中， DDOCm为可厌氧降解有机碳质量（t）；

W为垃圾总量（t）；DOC为垃圾中可降解有机碳含量

（%）；DOCf为可厌氧降解有机碳比例；MCF为CH4

修正因子。式（2）中，T为清单年份，DDOCDe(T)

为T年垃圾在填埋场中厌氧降解的有机碳质量（t）；

k为垃圾在填埋场中的厌氧降解速率（1/a）；式（3）

中，CH4 (T)为T年产生的CH4量（t）；4/3为CH4/碳

的分子量比率；F为CH4体积分数。

FOD模型所需的关键计算参数包括：垃圾物理

组成、可降解有机碳含量、厌氧降解速率、CH4修

正因子、CH4体积分数。

1. 垃圾物理组成

有研究表明，在垃圾管理系统生命周期评价结

果的不确定性方面，垃圾物理组成的贡献度为

83%[24]。世界银行将垃圾分为：食品和绿色废物、

纸和纸板、塑料、橡胶和皮革、木材、玻璃、金属、

其他[25]；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将垃圾分为：食品垃

圾、纸和纸板、玻璃、金属、塑料、橡胶皮革和织

物、木材、庭院修剪物、其他[26]；IPCC指南中的垃

圾分类方式为：食品垃圾、纸和纸板、木材、纺织

品、橡胶和皮革、塑料、金属、玻璃、其他[11]。我

国的《生活垃圾采样和分析方法》（CJ/T313—2009）

将生活垃圾分为11类：厨余类、纸类、木竹类、纺

织类、橡塑类、灰土类、砖瓦陶瓷类、玻璃类、金

属类、其他、混合类。与 IPCC指南相比，我国将橡

胶和皮革、塑料两类合并为橡塑类，增加了灰土类、

砖瓦陶瓷类、混合类，其余7类均有对应。

垃圾中的厨余类、纸类、纺织类、木竹类，在

填埋场中会发生降解。灰土类（含有无法捡出的有

机物）也有一定的可降解有机碳含量，但在现场

实验中，灰土与其他粒径较小的组分掺杂而难以

开展灰土的分拣及定量。在垃圾物理组成的相关文

献中，普遍认为灰土组分占比<11%[27]，但大多未能

提供单独的灰土组分数据以及灰土的可降解有机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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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28,29]。《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气体收集处理及利

用工程技术规范》（CJJ133—2009）以及后续的

“征求意见稿”（2019年）中均指出，灰土的可降解

有机碳含量仅为3.71（湿基重量%），对垃圾填埋碳

排放的影响<3%；IPCC指南中未提供灰土的可降解

有机碳含量[10,11]。因此，为了降低获取实地采样数

据成本，建议将填埋场入场垃圾分为5类：厨余类、

纸类、纺织类、木竹类（包括各种木竹制品及园林

垃圾）、其他类。

在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垃圾物理

组成之间都存在明显差异；即使是同一地点的垃圾，

其物理组成也会随着经济水平、社会发展等因素发

生变化（见图2）。为了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建议垃

圾填埋碳排放核算采用实测法，参照《生活垃圾采

样和分析方法》（CJ/T313—2009）中的方法步骤，

通过现场调研来获取当地相应时期的垃圾物理组成

数据；建立适用于我国现状的垃圾物理组成及化学

性质数据库，包含我国不同地区的时间序列数据。

2. 可降解有机碳含量

DOC决定了垃圾在填埋过程中产生的CH4总量。

当DOC由8%变为20%时，CH4产量会从27 kg/t-垃圾

增加到 67 kg/t-垃圾。DOC主要受垃圾组成及含水

率的影响。我国生活垃圾中的厨余类组分占比通

常>50%，而发达国家通常<50%；我国生活垃圾的

含水率高于发达国家[28]，而垃圾中的碳含量偏低。

例如，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中食品垃圾的干基含碳量

表1　垃圾填埋碳排放核算数据清单

数据类别

购入电力

购入燃料

购入材料

填埋气产生

无组织排放

填埋气收集

碳储藏

渗滤液处理

数据

购入电量

电网排放因子

燃料 i用量

燃料 i排放因子

材料 j用量

材料 j排放因子

垃圾量

垃圾物理组成

可降解有机碳含量

可厌氧降解有机碳

厌氧降解速率

CH4体积分数

CH4修正因子

填埋气收集效率

氧化因子

N2O排放量

填埋气燃烧效率

发电量

上网电量

供热量

碳储藏因子

渗滤液产生量

渗滤液收集效率

CH4排放量

N2O排放量

说明

包括核算范围内所有过程中的用电量

包括核算范围内所有过程中的燃料用量，需列出每一种类对应的用量及排放因子

包括核算范围内所有过程中的材料用量，需列出每一种类对应的用量及排放因子

可根据 IPCC指南中提供的FOD模型进行计算

若填埋气CH4浓度低，既不能回收也不能火炬燃烧处理，则视收集效率为0

我国大多采用膜材料作为覆盖层，此时氧化因子为0；如采用其他覆盖层材料，应提供

相应依据

可根据N2O与CH4之间的关系获取该数据［9］

在填埋场中的垃圾经过厌氧降解后，部分生物质碳无法降解或以腐殖质的形式长期存

在于填埋场中，减少了该部分生物质碳向大气的释放，相当于起到碳减排作用，可视

为碳储藏［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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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为 37%，显著低于其他发达国家水平（44%~

51%）[14]。基于我国垃圾成分的调研结果，选取厨余

类、纸类、纺织类、木竹类的29种物料，分别进行

生物产CH4潜力测试并获得对应的厌氧降解参数[50]。

通过剖析物料厌氧降解的行为规律，进一步验证了

相关数据的可靠性[14]。

本研究依据这些前期研究工作，进一步计算出

可降解有机碳含量的建议值，提供了现有文献中基

于我国场景的DOC数据以及与 IPCC指南缺省值的对

比情况（见表2）。尽管这些值基本上均在 IPCC指南

的推荐范围内，但差异明显，尤其是厨余类；相比

其他文献数据，本研究的厨余类建议值处于 IPCC指

南建议范围的中高区段。此外，本研究基于2019年

上海市的垃圾物理组成数据，提供了不同DOC取值

条件下单位填埋垃圾的CH4产量（见图3）。

值得指出的是，在填埋场中不是所有DOC都

是生物可利用的，故 IPCC 指南建议填埋场中的

DOCf采用缺省值0.5。相关研究按垃圾成分对DOCf

值进行加权平均的计算值为0.5~0.6[16]，证明了 IPCC

指南中相应缺省值的可用性。

3. 厌氧降解速率

k 受填埋场所在地的气候条件，特别是温度、

降水、蒸散发的影响[10,51]，不同来源的推荐 k值分

类方式有差异。本研究基于我国场景的文献数据，

根据地区气候类型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值（见表 3）。

k决定了CH4产生的速度，但不影响CH4产生总量

（见图 4）。因此，建议填埋主体根据所在地条件，

选择合适的参数进行填埋气产生量计算。

表2　不同来源的可降解有机碳含量
（单位：%湿基）

数据来源

IPCC指南（2006）［10］

CJJ 133—2009［52］

文献 ［29］

文献 ［53］

本研究建议值*

厨余类

8~20

7.23

11

4.27~10.19

12~17

纸类

36~45

25.94

24

23.34~28.53

30~39

纺织类

20~40

30.20

27

27.68~32.71

27~30

木竹类

39~46

28.29

33

21.07~35.51

18~27

注：*表示基于文献数据统计结果，采用矩估计方法，获取的95%置信水平下的置信区间［9,14,50,54］。

图2　不同国家和地区生活垃圾物理组成的代表性数据
注：图中数据来自参考文献［25,26,3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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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H4体积分数与CH4修正因子

在 IPCC指南的填埋场CH4计算模型中，填埋

气中F的缺省值为50%。由于该缺省值是依据关于

生物质厌氧分解的研究结果而提出的，故 F 又指

在厌氧条件下填埋垃圾转化为气体的碳中CH4碳的

比例[55]。日本的大多数垃圾填埋场、韩国 50% 以

上的垃圾填埋场、马来西亚的部分垃圾填埋场已

经按照准 / 微好氧填埋场模式进行建造和运营，但

相关工作在我国仍处于研究探索阶段，工程化应

用较少[56,57]。我国卫生填埋场一般采用厌氧卫生填

埋工艺，如上海老港、杭州天子岭等项目；我国

东部、南部地区的填埋场内具有高的液位，也不

宜采用准好氧填埋模式，因而可采用 F 的缺省值

（50%）。但在我国旱寒地区，渗滤液产生量低，

也有准好氧填埋模式的试点和应用场景；可根据

现场实测数据来确定F 的数值[56,58]。

鉴于部分厌氧填埋场管理情况不良的现状，

IPCC指南中采用MCF来校正F的数值。MCF指有

机碳在填埋过程中进行厌氧分解的比例，其值取

决于填埋操作[55]。目前，有关MCF的现场验证研

究很少，也因不同国家的填埋管理水平存在差距

而使文献研究值处于较宽的范围（0.1~1）[16]。在

IPCC指南中，管理良好的厌氧填埋场的MCF缺省

值为 1，管理不善的深层（>5 m）填埋场为 0.8，

管理不善的浅层（<5 m）填埋场为 0.4。若无特殊

说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厌氧

填埋场MCF取值为1[16]。

我国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6889—2008）规定，生活垃圾填埋场管理机

构应每天进行 1 次填埋场区和填埋气体排放口的

CH4体积分数监测。因此，垃圾填埋碳排放核算标

准可采用现场实测的CH4体积分数统计结果，该实

测值的数理统计结果即 IPCC指南中的F⋅MCF。

图3　不同DOC取值条件下的填埋累计产CH4量

表3　不同来源的厌氧降解速率推荐值
（单位：1/a）

数据来源

IPCC指南（2019）［11］

（数值与2006年一致）

CJJ133—2009［51］

中国垃圾填埋气模型

（Version 1.1）［51］

文献［14］

文献［27］

文献［54］

本研究建议值*

类型

温带干燥气候

温带湿润气候

热带干旱气候

热带湿润气候

湿润气候

中等湿润气候

干燥气候

寒冷干燥气候

寒冷湿润气候

温暖湿润气候

我国南方地区

我国北方地区

我国西北地区

寒冷干燥气候

寒冷湿润气候

温暖湿润气候

我国东部地区

我国中部地区

我国西部地区

我国南方地区**

我国北方地区**

我国西北地区**

推荐值（范围）

0.05（0.04~0.06）

0.09（0.08~0.1）

0.065（0.05~0.08）

0.17（0.15~0.2）

0.1~0.36

0.05~0.15

0.02~0.1

0.04

0.11

0.18

0.12

0.04

0.02

0.06

0.16

0.21

0.202（0.187~0.217）

0.166（0.156~0.176）

0.180（0.146~0.214）

0.12~0.21

0.04~0.16

0.02~0.10

注：*表示基于文献数据统计结果，采用矩估计方法，获取的 95%置信水平

下的置信区间［9,14,27,50,54］；**表示在我国南方地区年降水量>800 mm，在我国

北方地区年降水量为400~800 mm，在我国西北地区年降水量<400 mm［14］。

图4　不同k取值条件下的填埋累计产CH4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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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垃圾填埋是碳排放的重要来源，在推进“双碳”

的背景下我国亟需建立和健全统一规范的垃圾填

埋碳排放核算标准。本文立足现有进展和自有研究

结果，提出我国垃圾填埋碳排放核算标准的编制

建议。

一是确立我国垃圾填埋碳排放核算方法与范围

的定义至关重要。应在厘清国内外填埋场条件的差

异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来明确垃圾填埋碳

排放的核算方法与范围。建议在 IPCC指南计算范

围的基础上，增加填埋场建设运营、渗滤液处理与

能源回收利用等部分，以将填埋场全生命周期的

各个阶段纳入核算范围，确保对垃圾填埋碳排放的

全面覆盖。

二是明确数据清单，做好数据质量控制工作，

以此为我国垃圾填埋碳排放核算标准编制的重点

任务。相关标准应当规定活动数据、排放因子及其

他相关信息的确定和获取方式，质量控制和质量保

证的相关要求等，确保核算结果的准确性和可比

较性。

三是获取我国特征性数据并建设专业数据库。

在可降解有机碳含量、厌氧降解速率、CH4体积分

数等碳排放核算关键计算参数方面，系统化的本地

数据依然缺乏，需加强对垃圾物理组成等重要参数

的定期监测工作；在实测以外，需配套建设包括垃

圾性质和填埋参数在内的专业数据库，更好汇集和

管理清单数据，保障垃圾填埋碳排放核算的准确性

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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